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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解释

□ 刘连泰

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，许多人生出“活在别
处”的沧桑与无奈。也许，我们至今仍未走出唐
德刚先生当年言说的“历史三峡”，被裹挟着向
前，却又不知迈向何方。伤痕文学描摹的伤口还
未结痂，一代人就迫不及待地“致终将逝去的青
春”。一代人的惆怅远未散去，另一代人已开始
在“小时代”里“拼爹”，直问“爸爸去哪儿”。对于
法律，我们何尝不如是? 法律好像就是一个我们

嘲弄的对象，生来就是供我们发泄的。我们一方
面高呼法治，好像一法治，我们马上就有钱，马上

就有对象，马上就有一切; 但另一方面，面对微观

的法律，我们忽然就换了一副尊容，对规范吹毛求

疵，好像不如此，就无法显示法律人的品位“高端
大气上档次”。君不见，“某某法的缺陷及完善”
铺天盖地，“某某法的反思与重构”遮云蔽日。我
们能否稍安勿躁，解释那些看上去也许不那么美

的法律?

一

2011年 3 月 10 日，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先生自豪地宣布: 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。这一论断表
明: 国家的理性建构成型，也即法律意义上的国家

呱呱坠地。这一决断既昭示了立法机关彪炳史册
的功勋，也宣布了立法机关在法治舞台中心的退

场。套用马克思那句话: 立法机关努力完备法律
的时候，也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———法官。这
是立法者的黄昏，却是夕阳无限好的黄昏。一个
幽灵在法治舞台上徘徊，这就是法律解释的幽灵!

其实，法律体系是否形成，可以智者见智，仁

者见仁，端赖主权者的决断。这就正如，一个孩子
是否长得漂亮，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判断，漂亮与

否，纯粹是个偏好，没有唯一正解。中国特色社会
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，可以是一个分水岭。在此
之前的研究，可以称之为“体系前研究”，即中国
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前的研究。而之
后，就进入了“体系后研究”时代。
体系前研究以服务法律生产为使命，各路人

马都可以在法律产品的蓝图中表达“一己之私”，
或者“爱恨情仇”，只有大开大合的激情奔放，无
需丝丝入扣的概念计算。法学家可以是诗人，诗
人亦可为法学家。体系后研究以服务法律适用为
圭臬，技术正在替换思想，“大江东去”正幻化为
“小桥流水”。诗性淡出，逻各斯之神显灵; 偏好
搁置，理性张扬。
体系前的时代可以称之为立法的时代，体系

后的时代可以称之为解释的时代。

二

法律就从立法者的法变为法官的法，这是一

个转身，却是一个华丽的转身。
谁来解释法律? 谁来传播法律的福音? 当然

是法官! 文本一旦游离作者，又会获得涅槃式的

再生，法律从立法者的怀抱走出后，就宿命地要变

为法官的子嗣。
法律解释的时代已经来临，反解释的阴魂却

舍不得退场，反而通过画皮来迷倒芸芸众生。还
有理有据地抬出那个据说常人晚上不睡觉也写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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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那么多文章的波斯纳，此君曾“打着红旗骂红
旗”地说: 法条主义正在遭受“实用主义、政治科
学家、法律经济学家以及其他怀疑论者的摧残”，
“法条主义的王国已经衰落、苍老，它主要限于常
规案件，如今允许法官做的事很多。”法官要干什
么? 为什么还要抱着冰冷的法条哭泣? 可以跃出

自己的专业槽跑位吗?

在美国，离开法条主义的所谓司法能动是否

真的构成对法律解释的颠覆? 连波斯纳也不得不

承认，常规案件的解决依然仰赖于法条主义。即
便是非常规案件，法官在形式上也不得不从法条

出发。在判决书上，波斯纳法官从来不敢露出一
丝对法条的不敬。只有离了判决书，才敢如此汪
洋恣肆。而且，美国法上的司法能动恰恰从司法
对民主的有限干预开始，所谓司法审查中的“反
多数”决，其实是解释对政治冲动的反制。越要
能动司法，反而越要法律解释。美国联邦最高法
院的博克法官当年写过一本《美国的诱惑》，其中
提到“法律的政治诱惑”。大意是: 联邦最高法院
的法官极易受到政治的诱惑，从而放弃法律文本。
法官遭受法律的政治诱惑又如何? 也许我们会

问。博克法官几乎用危言耸听的口气说道: 法治
“实际上在自由落体地坠入万丈深渊。”啧啧，联
邦最高法院可能有人受到法律的政治诱惑，但这

些人从来就不敢公开宣称: “我们依据的是政治，
而不是宪法。”无论他们多么想“把宪法踢出法
院”，也只能有“偷腥”的小动作，没有人敢冒天下
之大不韪，把宪法或者文本豪气冲天地扔在地上，

再啐上一口。
离开法律解释，完备的法律体系一定是离地

的安泰，万钧神力只能泥牛入海。法官也只有从
法条出发，司法才不至于演变成另一场景的政治

妥协。即便想加入一点道德考量之类的私货，也
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，在法律解释赋予的含

义射程内调适。正是法律解释在法律与变幻不定
的社会现实之间搭起一座不离不弃的浮桥，一方

面使法律与外部社会保持动态适应，另一方面也

使社会不再堕落为暴力和恣意横行的丛林时代。
“分析法学扮演的是仆人的事业”。以解释
为使命的法律人，谦卑地俯身为法律文本的仆

从———法律文本是其唯一的律令，以工匠自
慰———通过对律令的解释求得纠纷的圆融。没有

异想天开，没有灵机一动，更没有撒豆成兵，只有

长期累积的解释技艺，只有训练而得的步步为营。
工匠显得过于平实，没有金光四射，没有粉丝成

群。《论语·问政》: “君子不器”，我们都想成为
民族的“脊梁”，对技巧之类的玩意颇不以为然。
只是，“脊梁”太多，就分不清真假，还容易闹出些
“脊椎侧弯”或“骨质增生”的不治之症。

三

立法终有止息，解释不绝如缕。解释是戴着
镣铐跳舞的事业，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是舞者的
基本功。解释者在解释的过程中，抱有对思想的
高度怵惕。即便偶有所思，也低调地裹上规范的
外衣。其唯唯诺诺之态，时常被斥“犬儒”。正处
青春韶华的法学，本应挥斥方遒，奈何如此老成?

“这个世界没有真理，只有解释”。自诩为太
阳的尼采如是说。
世上最有价值的物什，一定是思想。不管今

日哲人如何张狂，怎也走不出那个在小镇上散步

60年的康德划定的世界; 动辄将那个当年绝对称
不上口如悬河的黑格尔从墓穴中挖出来祭旗，说

明直至今日，我们也没有摆脱先人的魂魄。就是
这些人，在不经意间划定了人类思考的一般秩序:

没有硝烟，没有强力，却上演了实实在在的征服。
世界上最琐屑的物什，还是思想。甚至有人

说，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。如果我们追问，世界上
什么人思想最多? 他们寄居何处? 答案非常简

单，精神病人，精神病院。他们每一秒钟都在产出
不同的思想，迸发迥异的念头，只有精神病院才能

安放如此之多的产出。
最有价值的思想，一定少而又少: 思想史上的

伟人凤毛麟角，这些伟人的思想体系始终如一。
当下的中国法学界，有可以和伟人对话的强者吗?

选择思想而不是解释的技术，我们进不了普林斯

顿研究院，那就只能滑向思想的另一端: 精神病

院。芸芸众生，其实只有两个选项: 精神病人或者
俗人。一个世界，如果新思想叠出，思想家泉涌，
那一定不是文明，而是疯癫。
我们不满于规范构造的编码世界，汲汲渴求

于法律背后的道德，以为自己从此不再肤浅。通
过价值探求能否发现人类生活的真义姑且不论，

但那些自诩发现终极真理的人却给人类带来过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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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的罪孽。如果没有法律达成的舞台，所谓的诸
神之争，只能演变为“群魔乱舞”，情绪的洪流最
终会吞噬人类生活的“稳态结构”。法律解释将
自己禁锢于规范的牢笼，通过小心翼翼的探雷扩

大人类生活的意义世界，少了份振臂一呼的惊天

动地，多了份解释的戒慎恐惧———这是平平淡淡
与从从容容的真生活。
轰轰烈烈历来就属于立志改造历史甚至创造

历史的风流，平民只求在“平安是福”中终老。以
革命为圭臬的法律是帝王将相的法律，以解释为

使命的法律才是平民的法律。只可惜，帝王将相
从来就无需法律，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法律。

四

离开解释的立场，我们会掉进一个自己给自

己设计的陷阱: 近乎偏执地批评法律。而且，我们
相信这种批评一定是有道理的: 因为法律不完善，

甚至有可能，法治就是帝国主义颜色革命的一部

分。其实，我们说法律不完善，逻辑大有问题; 说
法治是帝国主义颜色革命的一部分，更显荒唐。
说法律不完善，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标准。第

一，法律没有满足我们的某种道德理想; 第二，我

们的法律没有和国际接轨; 第三，法律不能解决生

活中出现的新问题，因此存在空白; 第四，法律没

有回应民众的诉求。
法律没有满足某种道德理想是法律的缺陷

吗? 法律和道德的分离恰恰是法治的前提，否则

我们会重蹈“德化”的覆辙。即便高谈法律道德
性的富勒，也低调地认为: 法律包含了作为义务的

道德，作为愿望的道德，最多是法律的理想。我们
让法律承载我们全部的道德理想，让法律负载其

生命中不堪承受之重，无异于将法律“宗教”化:
只有上帝全知全能，法律不是上帝。
法律没有和国际接轨不一定就是法律的缺

陷。什么是国际惯例，这就很让人纠结: 有说服力
的定量分析如凤毛麟角，一句“西方发达国家如
何如何”，“世界上多数国家如何如何”，雷霆之势
骇然，但其中的技术含量，比阿 Q 叫人革命高明
不了多少。再者，即便国际惯例是那样，法律作为
地方性知识，并非全部都要和国际接轨: 西餐的烹

调方法不能作为否定中餐烹调方法的理由。
法律的确不可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所有问

题，法律决不是万能的。当然，现行法律比那些批
评法律的人想象的要健硕得多，说法律不能解决

眼前的问题，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缺少解释法律

的耐心: 从一般性规范到具体的个案，需要平心静

气地解释。法律不是装在锦囊里的妙计，一遇困
阻，便打开锦囊，于是柳暗花明。拿破仑领衔起草
了法国民法典，梦想绕过法律解释的技术屏障，自

认法典优美完备，可以让从未研习法律的人也能

从中找到解决纠纷的答案。但在民法典的第一批
评论公布以后，拿破仑怅然若失: “我的民法典已
经逝去”。其实，拿破仑的民法典没有逝去，只是
因解释而重生。
法律不能简单地随民众的诉求而摇摆，在民

主的立法程序中，人民的意志已得到最大化表达。
人民的意志已经通过立法程序释放，批评法律的

声音不可能是真正的民意，民意可能仅仅是个

“幌子”。
只有法律解释能力孱弱之时，才会批评法律

不完善，亦如武功低劣者，才会批评武器。武功臻
于化境者，对武器的要求几乎降为零: 一根鸡毛掸

子，在叶问大师的手中，也可以化作御敌的利刃;

大理段家的“六脉神剑”，其实根本就不用剑。只
有那些初入武行者，才会梦想“倚天屠龙”，想以
此独步武林，最终引来杀身之祸。在法律人看来，
法律因解释而完美，因解释而生动。女人都是美
丽的，女人的丑陋一定是化妆师的败笔; 同样，法

律都是完善的，法律不完善是法律解释者的失职。
对于部门法的评判只有一个标准———是否合

宪，对于一部合宪的法律，我们应该强行终止价值

追问———不管这种追问来自伦理学还是社会学。
立法是一个大众选择的过程，而这个选择只要在

宪法设定的价值底线内，符合宪法规定的程序，就

超越对错。对于宪法，只要没有逾越人类生活的
基本伦理，就是正当的。接下来的事情，于法律人
而言，仅仅是解释。
中国法治是后发型的法治，诸多概念和体系

从西方移植而来，让国人生出许多隔膜。解释的
前提是认同，在没有基本认同的语境中，只有众声

喧哗的批判，生不出温文尔雅的解释。
法律是不是资本主义的阴谋? 是不是帝国主

义的狼子野心? 是不是和平演变的一部分? 如果

这样，我们就“宁要社会主义草，不要资本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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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”了。我们把“中国国情”当成打倒一切的“葵
花宝典”，移植的概念和体系，转口而来的法律方
法，肯定会画虎类犬、雅乐走调，没准暗藏了资本
主义的病毒，我们只能批判，不能解释。
问题的答案其实简单之极。耍阴谋的应该是

聪明人，怎么会傻到给我们输入法律，让我们幸

福? 再说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革命先辈成果的

记载，革命先辈与帝国主义叫了一辈子板，怎么会

接受“糖衣炮弹”? 帝国主义如果连这点都想不
到，早就被无产阶级解放了，省得耽误无产阶级解

放自己的工夫。法律是我们的法律，法治是我们
的选择，法治中国更是我们自己的事业，与敌人没

有关系。无产阶级也有洞穿帝国主义一切阴谋的
慧眼，还有吃了“糖衣”，“将炮弹打回去”的谋略，
犯不着诚惶诚恐地“因噎废食”。

五

法律解释秉持了人类最谦卑的生活智慧，饱

含了对未出场的人民的敬畏。解释蕴含了这样的
信仰: 解释者不比立法者更聪明，解释者不比人民

更高尚。解释者不生造“构造某法体系”的神话，
也不发出“某法之反思与重构”的呓语。
由“法匠”而法学家，这是解释者要走的路。

经由“法匠”的训练，在崎岖的解释之路上跋涉，
最终达致法学家的峰巅，是这个“速成”时代不堪
忍耐的人生苦旅。法律需要解释，甚至法学可以
化约为法教义学。至今，我们在法教义学的初阶
上蹒跚: 法律解释之路不是一步一叩的朝圣之旅，

而是需用汗水和智识铺就的救赎之道。用不着嘲
弄中国法学的幼稚，正因了这种幼稚，法律才与芸

芸众生的洒扫应对相关。法律的价值蕴藏在规范
中，经由解释的管道，汩汩而出，泽被苍生。没有
解释，法律要么沦为国王卧榻之侧的屠刀，要么只

是供人顶礼膜拜的圣物。
善男信女不喜欢“法匠”，崇拜“大师”。只是

那些自称“大师”的，往往是骗子; 自谦“法匠”的，
也许是高人。大师固然令人神往。那恢弘的气
度，充满磁性的声调，飘在云端的思绪，都像极了

跨越千年的神马。只是，做梦并非人生常态，最
终，神马都是浮云。我们要面对的依然是我们也
许不喜欢，但却必须用以解决问题的法律文本。
大师伟大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短时间内无法验证

其方案，或者验证其方案的成本极为高昂。正因
为如此，大师可以层出不穷———钱学森和张悟本
都可以是大师。只是，钱学森一直称“自己没有
什么贡献，应用了别人的贡献而已”; 张悟本开场
就以“名人之后”自居，以“养生大师”自擂，镁光
聚焦，众星捧月，绿豆验方包治百病。被后人称为
政治哲学大师的洛克，生前对大师充满鄙夷: “在
当代，知识的王国里并不缺少设计大师……有幸
成为一个清扫道路的小工———清扫一些知识的道
路上的垃圾———那也已经相当有抱负了。”
大师一定是知识的异数。作为知识的异数，

要么是天才，要么是蒙昧。因蒙昧成大师，靠的是
“熊胆”; 因天才而成大师，持的是天赋。“你无法
通过传授而成为一位大师。要想成为大师，则只
能依靠其与生俱来的天赋”，探求法律之路的霍
尔姆斯大法官如是慨叹。
游离法律解释来使法学变得深刻，那一定不

是“肖申克救赎”，反而可能上演“人治”的“无间
道”。以自己的偏好批判甚至替代立法者的决
断，背后蕴含着知识人“致命的自负”: 我们比立
法者聪明，我们比人民高尚。聪明与否、高尚与否
本无唯一正解，但假设人类的贤愚智劣大体相当，

却是最接近我们经验的命题。一部数易其稿的法
律，在少不更事者看来，忽然变得千疮百孔，我们

不禁要问: 一个年轻的律师，一个涉世未深的学

生，一个象牙塔中的学者，在 10平方米的斗室，居
然要一眼洞穿其中的玄机，该有何等法眼! 灵机

一动就设计出法律修改的方案，该是何等先知先

觉! 这样凌空蹈虚的结果，不是在给我们设计天

堂之路，而是把我们导向地狱之门。以“批评法
律”为由来显示自己的深刻，无疑自降法学研究
水准: 在非常感性的层面去表达我们对法律的理

解，这其实是一种非常“外在的立场”。说法律应
该如何，伦理学比我们更擅长; 说法律实际上如何

实施，社会学更精致。
以解释为使命的法律人，无法回避的宿命是:

文本会修改，以此为根基构造的法学无法“永垂不
朽”。但即便法学知识无法万岁，但终究能有有限
的生命;游离文本的法学梦想流芳千古，但无法逃

离早夭的“魔戒”: “价值之争”是政治而非法律，
“法律之核”是规则而非写意。 ( 下转第 85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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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都指向于国家整合的能力与状态。因此，
规避这种可能的合作风险，最大的要求便是国家

理性的形成。国家理性意味着国家权威作为整合
的关键力量，必须最大限度地体现与维护制度的

公平正义，把制度的人化作为其逻辑起点; 最大限

度地保障社会作为另一种整合力量，平等地参与

到整合的公共事务中来; 最大限度地维护与实现

公民的尊严与价值，形成民主社会的现代公民。
国家与社会在整合的共同使命下，通过系统整合

与生活世界的相互整合达到公共善的最终获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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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法律解释标志了“法律是我们的法律”之在
场感。法律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绳索，是我们
念兹在兹的生活方式本身。
最近看到“水尽鱼飞”的说法，请注意是“水

尽鱼飞”，而不是“水尽鹅飞”，颇为震撼。“水尽
鱼飞”说的是生死相依，“水尽鹅飞”说的是移情
别恋。用于表述法学研究的进路与困境，“水尽
鱼飞”的说法更为贴切。
法律博客上有位博主名为“红尘的鱼”，很是

传神。如果将法律人比喻为鱼，法律就是水了。
法律人天天抱着完美主义的心态，叫嚣“水太脏
了”，“水里的氧气含量太低”，“应该将水排干，再
输新水”，梦想着上苍“普降甘霖”，这是“鹅”的姿
态，与鱼的身份相去甚远。可以设想，如果将水全

部排干，等着“问泉哪得清如许”，鱼等得起吗?
世上本无“六眼飞鱼”，多的是“流言蜚语”，“鱼
飞”的结局只有“鱼干”。鱼只有爱水，才能救赎
自己———这是鱼的宿命。
法律人一定不想做沙漠中的鱼，靠着自己的

眼泪苟延残喘。因此，要避免“水尽鱼飞”的窘
局，法律人只能爱法律，然后解释规则中的律令。
这既是态度，也是生计。
什么是法律人可能的贡献? 我们凭什么让一

个贫弱的社会供养? 法律人总逃不出这样的追

问。解释，只有解释。在漫长的解释之旅里，表达
法律人对法治的忠贞，对人民的忠诚，对权利的敬

重，对秩序的敬畏。经由解释，回答“中国法学将
向何处去”，也许，这就是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。
(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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